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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探究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

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推动作用;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创

新为绿色发展效率提供有力支持;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受到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医疗卫生水平、财政

投资力度、金融发展水平5大环境因素的正向影响;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差异,东部

和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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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提“绿色发展”理念

以来,其已成为国家发展关键指标。绿色发展是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1]。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

力”[2]。研究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有
助于厘清二者关系,识别新质生产力的优势与改进

方向,从而推动中国绿色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
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3类:①绿色发展的政策

演进与战略深化。自2015年起,绿色发展在国家战

略层面系统推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

“绿色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深化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与“建设美丽中国”目标,部署污染防

治攻坚战。随后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党的二

十大持续强调绿色发展转型,构建绿色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为研究提供了政策背

景。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及其与绿色发展的理论

关联。学界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驱动,
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内在具有绿色生态

属性,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动能[3-5]。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生产

力,亦与此内涵契合。③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效

率的测度及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在测度上,新质

生产力多采用综合评价体系[如熵值法、TOPSIS
(逼近理想解排序)模型]进行全国、省域等层面的

评估[6-10]。绿色发展效率则广泛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模型,特别是

SBM(slack-basedmeasure)模型,研究对象涵盖区

域与产业[11-13]。在关系研究方面,现有成果包括理

论机制探讨与初步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多从要素

升级、产业转型、技术创新等维度分析赋能路

径[14-16]。实证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部分文献从省域

或城市层面,或从数字生产力等子维度出发探讨影

响,但结论不一且有待深入[17-20]。
综上所述,学界已在政策梳理、理论阐释与测

度方法上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

理论阐发或局部实证检验,直接将系统测度的新

质生产力综合指标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大样

本实证分析的研究尚显不足,对新质生产力影响

绿色发展的具体机制与效应仍需系统、深入的定

量探讨。在考察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

响时,在方法上采用熵权法-TOPSIS模型(而非传

统熵权法)测度核心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水

平。该方法生成的连续型综合得分可直接用于回

归分析,克服了传统熵权法仅产出权重、需主观合

成指数所引入的偏误,从而为精确量化前者对后

者的影响提供了更可靠的测度基础。在内容上聚

焦于新质生产力驱动绿色发展效率的双重路径与

协同条件,系统揭示其绿色赋能的内外部机制,以
期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绿色效应的区域差异提供深

层解释,并为构建系统性的区域绿色转型政策体

系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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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1.1 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影响机制

与假说

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为内核的先进生产力形

态,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内在地要求并

推动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本质上是绿色生产力。
它为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提供了新的

系统性路径[21]。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要素赋能

深刻重塑传统要素结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融

入资本与劳动,提升要素智能化水平与配置精准

性,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与排放[22]。数据作为新型

生产要素,其流通与价值挖掘能够优化流程设计、
降低环境负荷。同时,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力资本结

构向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为绿色创新提供人才支

撑[22]。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与运营过程

的全面优化,渗透于研发、制造、管理等全链条。在

研发端,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环境

评估;在生产端,工业互联网实现能耗与物耗的实

时监测与动态调控;在运维端,基于大数据的预测

性维护提升了设备运行效率[23]。这些变革促使生

产过程趋于精益化与清洁化,有效降低单位产出的

资源环境成本[24]。更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经

济系统的整体绿色转型。新质生产力促进共享制

造、柔性生产等新模式,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直
接催生并壮大新能源汽车、光伏、节能环保等绿色

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21];并通过环境大数据平

台等工具,增强环境治理的精准性与时效性[25]。
由于各地区在创新基础、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

等方面存在差异,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

响可能呈现非均衡特征。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

假设。
H1: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正

向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1.2 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中介效应

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影响是宏

观且概括性的。为深入揭示其具体作用路径,引入

“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创新”两个关键中介

变量,构建并行双中介模型。两条路径分别从“宏
观结构优化”和“微观技术创新”维度,阐释新质生

产力驱动绿色发展的核心传导机制[26-27]。
1.2.1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是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

流动的过程,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8]。新质生

产力通过“创造效应”催生绿色新兴产业(如数字经

济、高端装备),直接提升绿色产业比重;同时通过

“替代效应”改造传统产业,推动高耗能产能退出。
这一“增量崛起”与“存量优化”并举的过程,推动产

业结构向高级化、绿色化演进[26]。升级后的产业结

构重塑区域经济“代谢模式”———高技术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的能耗与排放远低于传统工业,其比重上

升带来显著节能与减排效应,促进循环经济产业链

形成[29]。因此,产业结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提升绿

色发展效率的关键宏观通道。基于此,提出中介

假说。
H2:产业结构升级在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效

率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2.2 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根据“波特假说”[27],新质生产力作为内生的绿

色创新诱导力量,通过提供技术工具、创造市场需

求(如电动汽车偏好)和优化创新生态(如风险资本

聚集),有效激励企业增加绿色研发投入,提升创新

产出[30]。绿色专利授权数作为可商业化环境友好

型技术的可靠度量,其积累直接促进绿色发展效率

提升[31:末端治理技术减少污染排放;过程优化技术

降低资源消耗;循环技术推动资源再生[32]。因此,
绿色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

直接微观技术通道。基于此,提出中介假说。
H3:绿色技术创新(以绿色专利授权数为表征)

在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中起中介

作用。
1.3 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新质生产力及其传导路径对绿色发展效率的

赋能效果,深刻嵌入区域社会经济环境中。5大环

境条件———人口密度、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率、财
政投资力度、医疗卫生水平,共同构成影响“核心-中
介-结果”链条效能的关键情境因素。这些条件主要

发挥调节作用,可能呈现非线性门槛特征,即跨越

“临界点”后调节作用被充分激活。基于此,提出综

合性调节假说。
H4:外部环境条件正向调节新质生产力对绿色

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
H4a(人口密度):基于集聚经济理论,较高人口

密度意味着密集的经济活动、频繁的交流与完善的

基础设施共享,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技术(如共享

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提供规模化应用场景,促进知

识溢出与企业协同,强化绿色技术扩散与应用

效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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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b(金融发展水平):依据绿色金融理论,发达

的金融体系能有效识别绿色项目长期价值,通过绿

色信贷、债券等工具将社会资本精准导入绿色产业

与技术创新,提供关键资金支持,并通过环境风险

定价引导资源远离“褐色”经济[34];
H4c(城镇化率):根据紧凑城市理论,较高城镇

化率意味着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创造对绿

色建筑、清洁能源、智能交通等多元化需求,形成

“需求拉力”,通过规模经济降低绿色产品与服务成

本,加速市场渗透[35];
H4d(财政投资力度):基于环境公共品理论,绿

色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正外部性,市场供

给不足。积极的财政投资(如绿色研发补贴、环保

基础设施投资)能弥补市场失灵,引导社会投资方

向,为 新 质 生 产 力 绿 色 转 型 提 供 启 动 与 支 撑

力量[36];
H4e(医疗卫生水平):依据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良好的医疗卫生体系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与预期

寿命,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健康的、高素质劳动力

是吸收、应用和管理绿色新技术的关键,增强区域

对绿色技术的吸收、应用和再创新能力[37]。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2.1 变量选取

2.1.1 被解释变量

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区域绿色发展效率(GDE)。
借鉴裴梦迪和刘乃全[38]的研究,采用非期望产出的

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绿色发展效率。具体指标见

表1。

表1 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说明

投入

资本投入 固定资本存量 万元
表征长期积累

的资本规模

劳动力投入 从业人员数 万人
反映劳动力资

源投入量

土地资源投入 建成区面积 km2
表征城市建设

用地规模

能源投入 能源消耗总量
万吨标

准煤

反映地区能源

消耗总水平

期望产出 经济效益 实际GDP 亿元
剔除价格因素

的经济产出

非期望

产出
污染排放

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
万t

表征大气污染

物排放

工业烟粉尘排

放量
万t

反映工业颗粒

物污染

2.1.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NPQ)。

借鉴韩文龙和张国毅[39]的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的

理论内涵与时间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
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3个维度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TOPSIS模型客观

赋权。具体指标见表2。

表2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变量说明 属性

新质劳

动者

人才规模 市-R&D人员 人
从事研发活动的

核心人员数量
正向

专业结构

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软件从

业人员数

万人
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从业人员规模
正向

人才储备
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学生数
人

未来高素质劳动

力的供给潜力
正向

新质劳

动对象

数据要素
人工智能企业

存量对数
—

数据要素产业集

聚与发展水平
正向

知识产品 专利授权数 万人
可供转化和再创新

的知识成果存量
正向

信息资源 互联网普及率
千户/
万人

信息资源的覆盖

与可获取程度
正向

新质劳

动资料

资本投入
市-R&D 内 部

经费支出
万元

创新的资本性投

入与支持强度
正向

政策支撑

科 学 教 育 支

出/地 方 一 般

财政支出

—
政府对科技教育

的 重 视 与 投 入

力度

正向

数字工具
移 动 电 话 普

及率
—

现代化的信息接

入与协同工具
正向

2.1.3 中介变量

为揭示新质生产力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内在

传导路径,引入产业结构升级(ISU)与绿色创新水

平(GI)两个中介变量。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

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表征地级市产业结构升级

水平(ISU)。具体的计算方法为ISU=VATIVASI
,其

中,VATI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VASI表示第二产

业增加值。当外部条件相同时,ISU值越高,表明城

市产业结构高级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采用地区绿色专利授权总数来表征地级市绿

色技术创新水平。绿色专利是绿色技术创新的直

接成果体现,该指标能够量化地区在节能环保、清
洁能源等领域的创新产出能力,是新质生产力转化

为绿色竞争优势的核心媒介。
2.1.4 调节变量

进一步探究外部环境条件对新质生产力绿色

发展效应的边界作用,选取了5类宏观环境变量:人
口密度(DEN)、城镇化水平(URB)、医疗卫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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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C)、财政投资力度(FI)、金融发展水平(FIN)作
为调节变量,以检验其在核心机制中的差异化调节

效应。采用地区户籍人口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

比值(取对数)衡量,用以反映人口密度(PD);城镇

化水平(URB)以非农业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

表示;医疗卫生水平(HLC)以每百人拥有的医院、
卫生院床位数表征,财政投资力度(FI)以固定资产

投资额占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来刻

画;金融发展水平(FIN)以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贷款余额之和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2.1.5 控制变量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还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
结合城市绿色发展的实际,控制了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SD)、政府干预程度(Gov)、人均GDP
(GDPpc)、对外开放程度(Open)。主要变量定义见

表3。
2.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2009—2023年全国

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源

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部分缺失值通过相应省、市统计年鉴和公报补充获

得。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2.3 实证策略与模型设定

2.3.1 固定效应模型设定

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质生产力对城

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效果。
GDEit =β0+β1NQPit+β2SDit+β3Govit+

β4GDPpcit+β5Openit+μi+λt+εit

(1)
式中:NQPit 为第i个地区第t年份的新质生产力;
GDEit 为第i个地区第t年份的绿色发展效率;控制

变量包括SDit、Govit、GDPpcit 和Openit;μi 为不随

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λ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2.3.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研究假说H2与H3,即新质生产力通过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增加绿色专利数量两个中介

来间接影响绿色发展效率,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解

释变量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江艇[40]的两步

法进行检验分析。
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GDEit =α+β1NQPi,t +∑
4

k=1
θkControlk,i,t +

∑
2023

t=2009
δtYeart+μi+εit (2)

新质生产力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Mediatorit =α+β1NQPi,t+∑
4

k=1
θkControlk,i,t+

∑
2023

t=2009
δtYeart+μi+εit (3)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GDE 0.4481 0.3899 0.1025 2.2169 0.2053
NPQ 0.0344 0.0146 0.0047 0.7348 0.0579
GI 1.0621 0.9201 0.1087 6.3874 0.6088
ISU 0.0421 0.0082 0.0000 1.8959 0.1251
DEN 5.7465 5.8944 1.6036 8.1756 0.9293
FIN 2.5613 2.2559 0.5879 21.3015 1.2428
URB 0.3947 0.3392 0.0750 1.0000 0.2109
FI 5.8797 4.8892 0.0103 41.6771 4.1955
HLC 0.4651 0.4356 0.1055 1.3766 0.1817
SD 44.0181 44.1500 11.5900 89.7000 10.9935
Gov 0.1974 0.1708 0.0439 1.0268 0.1013
GDPpc 5.5020 4.5724 0.4491 26.4699 3.5345
Open 0.2464 0.1597 0.0000 2.9444 0.2687

表3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绿色发展效率 GDE 超效率SBM模型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核心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NPQ 熵权法TOPSIS模型计算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中介变量
绿色创新水平 GI 绿色专利授权数代表绿色创新水平

产业结构升级 ISU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进行测度

调节变量

人口密度 DEN 地区户籍人口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比值(取对数)衡量

城镇化水平 URB 以非农业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

医疗卫生水平 HLC 以每百人拥有的医院、卫生院床位数表征

财政投资力度 FI 以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

金融发展水平 FIN 以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之和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控制变量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SD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政府干预程度 Gov 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

人均GDP GDPpc 取对数处理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进出口总额与FDI之和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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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DEit 为i地区t年的绿色发展效率;NQPi,t
为i地区t年的新质生产力;Mediatori,t-1为i地区t
年的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三产增加值/二产增

加值、绿色专利授权数);Controlk,i,t 为一系列控制

变量;Yeart为年份固定效应;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α
为常数项;β1、θk、δt 为系数。
2.3.3 调节效应模型

为了分析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

调节效应,以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为基础,通过

引入交乘项NQPi,t×Mit 来检验调节效应。若交乘

项系数γ1显著,则说明调节效应存在。
GDEit =α+β1NQPi,t+β2Mit+γ1NQPi,t-1×

Mit+θControlit+μi+δt+εit (4)
式中:GDEit 为个体i在年份t的被解释变量;
NQPi,t-1为个体i在年份t的核心自变量;Mit 为个

体i在年份t的调节变量;NQPi,t-1×Mit 为核心自

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δt 为时间固定效应。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

表5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

回归分析结果。列(1)为混合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squares,OLS)估计结果,列(2)控制了时间固

定效应,列(3)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列(4)为同时

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在混合OLS与仅控制时间固定

的模型中,新质生产力(NQP)的系数不显著。然

而,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列(3)]和双向固定效应

[列(4)]后,NQP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1.064
和0.820,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

充分考虑个体异质性与时间趋势后,新质生产力的

提升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同

时控制时间与个体固定效应的模型[列(4)]为基

准,新质生产力每提高一个单位,平均而言绿色发

展效率将提升约0.820个单位。因此,研究结果支

持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的假设。
  表6报告了针对基准回归结果的3项稳健性

检验。①排除特殊样本的影响,剔除了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的样本后进行回归;②
替换被解释变量,将绿色发展效率取对数后重新

估计;③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

1期进行回归。3项检验结果均显示,新质生产力

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结论

稳健。

表5 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混合OLS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双向固定

NQP
0.015 -0.001 1.064*** 0.820***

(0.071) (0.068) (0.194) (0.189)

SD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Gov
0.327*** 0.378*** 0.051 0.220***

(0.041) (0.045) (0.067) (0.078)

GDPpc
0.013*** 0.013*** 0.011*** 0.004
(0.001) (0.001) (0.002) (0.003)

Open
-0.050*** -0.050*** 0.004 -0.001
(0.012) (0.012) (0.016) (0.015)

常数项
0.372*** 0.347*** 0.372*** 0.370***

(0.018) (0.019) (0.018) (0.026)
时间固定 No Yes No Yes
个体固定 No No Yes Yes
样本数 4230 4230 4230 4230
R2 0.0530 0.1381 0.5312 0.6112
adj.R2 0.0519 0.1342 0.4972 0.5815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

准误。

表6 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效率稳健性、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缩小样

本范围

替换被解

释变量

滞后1期

解释变量

NQP
0.874*** 1.654***
(0.284) (0.297)

SD
-0.000 -0.001*
(0.000) (0.000)

Gov
0.232*** 0.378***
(0.078) (0.115)

GDPpc
0.004 0.009**
(0.003) (0.004)

Open
0.007 -0.010
(0.015) (0.025)

L.NQP
0.760***
(0.212)

L.Sec
-0.000
(0.000)

L.Gov
0.258***
(0.097)

L.GDPpc
0.005*
(0.003)

L.Openness
-0.012
(0.001)

常数项
0.368*** -1.036*** 0.337***
(0.027) (0.040) (0.014)

样本数 4170 4230 3948
WithinR2 0.611 0.704 0.623
Withinadj.R2 0.581 0.681 0.592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

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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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效率的中介机制

检验

表7报告了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绿色专利授

权数(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的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1)中介机制1 (2)中介机制2

绿色发展效率 产业结构高级化 绿色专利授权数

NPQ
0.820*** 3.132*** 2.767***
(0.189) (0.434) (0.245)

SD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Gov
0.220*** 1.404*** 0.117***
(0.078) (0.171) (0.021)

GDPPC
0.004 -0.056*** 0.013***
(0.003) (0.004) (0.002)

Open
-0.001 -0.030 -0.038***
(0.015) (0.029) (0.007)

常数项
0.370*** 1.074*** -0.136***
(0.026) (0.050) (0.012)

样本数 4230 4230 4230
R2 0.611 0.879 0.841
adjR2 0.582 0.870 0.828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

准误。

  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H2),回归结

果显示其系数为3.132,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

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和绿色低碳方向转

型,能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通

过驱动生产要素向高技术高效能领域集聚,促进产

业升级,进而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市场牵引与应用

场景,最终提升绿色发展效率[41-42]。
检验绿色专利授权的中介作用(H3),结果显示

新质生产力系数为2.767,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

其能显著促进绿色专利授权数量增加。绿色专利

是经过实质性审查的创新成果,更能真实反映绿色

技术研发的最终产出与质量。新质生产力通过催

生前沿技术和提高研发成功率,推动高质量绿色创

新成果形成,进而为绿色发展效率提升提供坚实技

术支撑,强化其积极影响[43]。
3.3 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效率的调节效应

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外部环境条件对新质生产力绿

色发展效应的边界作用,对5大环境条件(人口密

度、城镇化率、医疗卫生水平、财政投资力度、金融

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8,
核心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与各调节变量的交互项

表8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人口密度 城镇化率
医疗卫

生水平

财政投

资力度

金融发

展水平

NPQ 0.0664 -0.2817-1.31500.8082 -0.1101
DEN -0.0554

NPQ×DEN
0.6918**
(0.3106)

URB 0.1158

NPQ×URB
2.6739***
(0.8186)

HLC -0.0249

NPQ×HLC
3.5048***
(0.9592)

FI -0.0039

NPQ×FI
0.0721**
(0.0364)

FIN 0.0038

NPQ×FIN
0.2190***
(0.0701)

常数项 Yes Yes Yes Yes Yes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CompanyFE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

准误。

系数及其显著性,共同揭示了不同环境因素的差异

化调节机制。
  总体来看,研究假说H4得到部分验证。具体

而言: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受到

外部环境的显著正向调节。实证结果显示,人口密

度、城镇化率、医疗卫生水平、财政投资力度及金融

发展水平5个调节变量与新质生产力交互项的系数

均为正,且均在5%或1%水平上显著,研究假说

H4a~H4e在影响方向上均得到验证。各调节变量

的调节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医疗卫生水平的调节

效应最强,其后依次为城镇化率、人口密度、金融发

展水平和财政投资力度。这表明,以健康人力资本

和社会韧性为代表的“软环境”基础,以及以经济集

聚和市场规模为代表的“硬环境”支撑,是放大新质

生产力绿色潜能最关键的驱动力。相比而言,直接

财政投资的调节效应相对有限,这或反映出单靠政

府投入在引导和撬动市场资源方面存在一定约束。
值得关注的是,在引入调节变量后,新质生产

力自身的主效应系数在多数模型中不再显著甚至

转为负值。这一结果印证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效

应并非无条件自动实现,其实际效能高度依赖于外

部环境的协同支撑。在城镇化、医疗卫生等基础条

件薄弱的地区,新质生产力可能因与传统经济结构

的巨大摩擦和转型成本高昂,而难以在短期内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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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积极的绿色效益。该发现与现实中的“转型阵

痛”和“数字鸿沟”现象相呼应,凸显了系统性环境

建设对于全面释放新质生产力绿色潜力的重

要性[39]。
3.4 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异质性

分析

为考察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区

域异质性,依据国家统计局划分的标准,将样本城

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4大区域进行分

组回归,结果见表9。实证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

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新质生产力(NQP)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

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分化。实证结果显示,东部地区

NQP系数为0.781,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其

促进作用稳健。中部地区系数高达1.784,在10%
水平上显著,显示出突出的边际贡献。而西部地区

(系数0.461)和东北地区(系数-0.549)均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新质生产力的绿色驱动效应在这

两个区域尚未系统显现。
这种空间格局的成因主要在于各地区发展阶

段、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的差异[44-45]。中部地区工

业基础较为完善,兼具承接东部技术外溢和推动本

地产业绿色升级的双重优势,使得新质生产力带来

的“扩绿”与“增长”协同效应最为明显,转化效率最

高。东部地区虽然绿色创新体系成熟、发展水平基

数较高,但由于部分产业转型已进入深化阶段,新
质生产力的边际贡献呈现一定递减趋势,因此系数

低于中部但显著性更强。西部地区受限于技术转化

表9 4大区域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NQP
0.781*** 1.784* 0.461 -0.549
(0.206) (1.038) (0.289) (0.725)

SD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Gov
0.008 0.852*** -0.137 -0.087
(0.183) (0.273) (0.113) (0.198)

Open
0.000 0.018*** 0.013** 0.011
(0.004) (0.007) (0.006) (0.009)

GDPpc
0.007 0.097** 0.042 0.030
(0.034) (0.039) (0.048) (0.020)

常数项
0.445*** 0.136** 0.407*** 0.449***
(0.052) (0.065) (0.051) (0.073)

样本数 1290 1200 1245 495
adj.R2 0.630 0.626 0.604 0.646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

准误。

能力薄弱、要素集聚程度较低,新质生产力与绿色

发展的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44]。东北地区则因

产业结构偏重、转型成本高昂,加之体制机制改革

相对滞后,导致新质生产力未能有效转化为绿色效

率提升的动力[45]。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呈现“中部引领、东部跟进、西部与东北尚未显效”
的差异化格局。这一发现为实施精准化、差异化的

区域绿色转型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结论

(1)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正

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与多种稳

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说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

动区域绿色转型的重要直接驱动力。
(2)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明

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

表现出显著且较强的正向效应,而东北与西部地区

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当前新质生产力的绿

色赋能效果尚未在这两个区域系统显现。
(3)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创新水平在新质生产

力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正向

中介作用。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

化演进、促进绿色专利授权等实质性创新产出,进
而提升了绿色发展效率。

(4)调节效应检验显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促

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外部调节效应,其效能发挥高度

依赖人口集聚、城镇化、医疗健康、金融与财政等外

部环境的协同赋能。政策应聚焦构建“软硬兼施”
的系统性支撑体系,以突破“赋能门槛”,避免“转型

陷阱”,从而有效释放其绿色潜力。
4.2 对策建议

(1)实施差异化区域推进策略,破解绿色赋能

非均衡难题。针对东部、中部地区效应显著,西部

与东北地区尚未显现的系统性差异,政策需精准施

策。东部地区应聚焦绿色技术源头创新与标准引

领,支持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建设“零碳工

厂”与“零碳园区”示范项目,参与制定国际领先绿

色制造标准。中部地区应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

造,支持汽车、装备制造等行业与数智技术融合,建
设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区域性绿色技术中试基地,促
进绿色技术应用转化。西部地区需优先完善数字

基础设施,依托清洁能源优势发展风电光伏基地与

绿色算力产业,探索跨区域绿电交易与生态补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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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东北地区应设立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专项基

金,支持钢铁、石化等行业节能改造,并发展冰雪经

济、现代化大农业等绿色增长点。
(2)强化产业结构与绿色创新双轮驱动,畅通

“生产力-绿色效率”转化路径。产业结构升级与绿

色创新是关键中介机制。应针对区域产业特点,在
中部布局化工新材料项目,在西部支持铝、钛等金

属精深加工,并给予技术改造专项贷款贴息。同

时,设立绿色技术攻关专项基金,支持清洁能源、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研发,鼓励校企共建绿色技

术创新联盟,在重点园区设立绿色技术孵化基地,
提供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支持,加速绿色专利产

业化。
(3)系统性优化外部支撑环境,降低转型“赋能

门槛”。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效应依赖外部环境协

同。需实施差异化人才策略:在东部、中部建设人

才高地,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在西部、东北通过对口

支援与本土人才培养项目增强内生动力。完善多

层次绿色金融体系,鼓励开发适合绿色中小企业的

“无还本续贷”产品,在西部与东北探索设立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配套财政贴息与风险补偿基

金。健全区域协同机制,通过共建产业园区、探索

“东部研发+西部制造”合作模式、建立横向生态补

偿机制,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系统性降低转型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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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on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
SUNHengli,LUOLan

(CollegeofGeographyandResourceScience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101,China)

Abstract:Thesuper-efficiencySBMmodelwasadoptedtomeasurethe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of282prefecture-levelandabovecitiesin
China,andtheimpactmechanismof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on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wasexplored.Itisfoundthatnewquality
productiveforceshaveasignificantpromotingeffecton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providestrongsupportfor
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through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and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Theimpactofnewqualityproductive
forceson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ispositivelyaffectedbyfivemajorenvironmentalfactors,namelypopulationdensity,urbanizationrate,
medicalandhealthlevel,fiscalinvestmentintensityandfinancialdevelopmentlevel.Thereisregionalheterogeneityintheimpactofnew-quality
productiveforceson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and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have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greendevelopment
efficiencyintheeasternandcentralregionsofChina.
Keywords: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impactmechanism;spatiotemporal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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